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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們正處在工業革命以來的第二次經濟全球化時期。第一次經濟全球化始於19世紀下半葉，結束於20世紀上半葉的一系列政治和經濟災難。這次如果要避免這樣的災難，很大程度上取決於美國和崛起的中國之間的關係：迥異的中美兩國將不得不在今後數十年、甚至數百年裏緊密合作。
中美是競爭對手
兩國領導人上周承諾發展合作以及和睦的關係，成功的機會有多大呢？回答這一問題先得說，中美兩國的相似性讓這兩個大國天生就是競爭對手，而它們的差異使雙方難以互相諒解。
兩國都是民族主義國家，都為阻止分裂而戰鬥過(或準備戰鬥)。歷史上，中國曾和今天的美國一樣為其文化優越性感到驕傲。兩國的差異也十分明顯：美國是歐洲啟蒙運動的產物，當代中國脫胎於古代農業帝國；美國是立憲政府，中國是威權政府；美國人重權利，中國人重義務；美國崇尚自由，中國重視穩定；美國政府對人民負責，中國政府對自身負責。 

歷史先例也並非吉兆。19世紀晚期，美國、德國、俄羅斯、日本四個新興強國的崛起，破壞了全球穩定，結果導致了兩次世界大戰，俄國共產主義革命(到一戰結束)，中國共產主義革命(二戰後)，最終導致冷戰。蘇聯解體後，美國才成了這場持續一個世紀的鬥爭的勝利者。
衝突不可避免？
如今，許多美國人認為，美國的優越地位面臨著新的挑戰者。中國今天的生活水準，仍只大約相當於韓國的四分之一。然而，假使按照相對於美國的購買力平價計算，中國達到了韓國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(GDP)，那麼按購買力平價計算，中國的經濟規模將幾乎是美國的兩倍，按市場價格計算甚至超過美國。就人均 GDP與美國相比的相對水準而言，按過去25 年的相對經濟增長率計算，中國要花上大約30 年時間，才能達到今天韓國的相對水準。
中國能否取得這樣的成就，仍是一個未知數，因為這需要進一步的實質性改革，但這是極有可能的。美國仍將保持高得多的生活水準和更先進的技術。然而，全球經濟力量平衡將發生深刻變革，而不可避免地，軍事力量平衡也將如此。
一些分析家認為，這種相對力量的轉變必定導致衝突。芝加哥大學的約翰•米爾斯海默(John Mearsheimer)，就是當代該 “現實”立場的著名支持者。他認為，美國“將設法遏制中國，直到它無力再稱霸亞洲為止。本質上，美國對中國的態度，將酷似它在冷戰中對蘇聯的態度。 ”*

這一令人沮喪的觀點意味著，在中美這一對當前和未來超級大國之間，我們最多也只能指望“冷和平”，最壞的情況則是軍事衝突。
 

貿易取代戰爭
幸運的是，與一個世紀前相比，當代世界對衝突的成本收益評估已大為不同，這有三個原因，即“確保互相摧毀”、 “資本主義和平”以及“民主和平”。
歷史上最具破壞性的二戰奪走了5000多萬人的生命，如果大國間再爆發戰爭，將奪走數億（如果不是數十億人的話）生命。雖然二戰以來發生了許多內戰和衝突，但自朝鮮戰爭以來，大國間沒有發生過直接衝突。美蘇兩大超級大國通過各自代理人打了一場冷戰，而這場鬥爭隨著一方的解體而和平結束。



然而，戰爭成本的急劇上升，並非不惜一切代價避免戰爭的唯一原因。新增領土、人口和資源都不能帶來繁榮，相反，生財之道是開發市場，投資於人力和實物質資本，以及開放國際貿易和外國直接投資。
經濟學之父——蘇格蘭人亞當 •斯密(Adam Smith)18世紀時就辯稱，在自由貿易世界中，帝國不僅是多餘的，更是一種負擔。選擇和平貿易才是有益的。這一觀點是傑出的美國戰後外交的基礎，這開創了戰後國際經濟秩序。
中國人民過去半個世紀的經歷，正是這些主張最有力的證明。中國人在四個經濟體中占多數，包括中國大陸(2002年達13億)、臺灣 (2200萬)、香港(700萬)、新加坡(400萬)，其中後三個較小經濟體的平均生活水準，是中國大陸的5至6倍。
顯然，規模小絕非繁榮的障礙。勤勞智慧的人民，能通過貿易保證他們需要的資源。正如列寧(Lenin)所說，資本主義並不是帝國主義沉溺於掠奪欲望的原因——這觸發了第一次世界大戰——而是其替代性選擇。
民主和平的前景
哲學家伊曼努爾•康得(Immanuel Kant)210年前辯稱，共和政體(他指的是立憲的或“自由的”民主國家)選擇戰爭的可能性較小，因為承受代價的人 ——普通百姓——也是決定是否開戰的人。民主國家受到法律的制約，也可以簽署對它們的政府有可靠約束力的條約。因而，他們能夠建立國際制度和程式，以控制衝突的發生。
因此，戰爭應在強國間消失的重要原因在於：戰爭代價高昂，破壞經濟，違背大多數人的利益。
德國社會學家埃裏克•韋德(Erik Weede)在最近一次調查中表示，支持資本主義和民主和平的證據是強有力的。通過自由貿易和開放市場邁向繁榮有雙重保障：它不僅是關係更和平的直接原因，還間接支持和平，因為富裕國家更有可能是民主國家。**

就中國崛起的影響而言，這又意味著什麼呢？最重要的答案是，共產主義中國引入了市場機制。正如中國改革論壇(China Reform Forum)的鄭必堅指出：“中國人民做出的最重大戰略選擇就是接受經濟全球化，而不是脫離經濟全球化。”***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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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國的力量與局限
到2003年為止，中國的國內投資存量占GDP 的比率達35%，相比之下，韓國為8%，印度為 5%，而日本僅為2%，而2004年，中國57%的出口來自外資企業。中國也已成為世界第三大貿易國。去年，按市場價格計算，外貿占中國 GDP的比率達到70%，與韓國大致相同。中國的貿易開放程度，比其他任何大型經濟體都大得多，比如美國和日本，它們的外貿占GDP的比率低於25%。
儘管如此，中國還遠遠沒有建成法治的市場經濟，國有銀行繼續主導著該國經濟，貸款仍優先發放給通常已岌岌可危的國企。儘管共產黨已承認私有財產的合法性，但對此保障的效力則十分令人懷疑。
從政治角度看，中國仍然是威權國家，正如獨立監測機構自由之家(Freedom House)所說：“中國公民無法民主地改變其政府，或者對政府政策表示反對。中國共產黨掌握了所有政治權力，共產黨員幾乎佔據了所有的中央和地方政府、員警和軍隊的最高職位。 ”該機構將中國與白俄羅斯、烏茲別克斯坦、越南和辛巴威一道並列為倒數第二類國家。 

世界銀行(World Bank)的綜合治理指標，生動地顯示了這種令人壓抑的情況，該指標按百分位數給各國排位(百分比越低越接近底部)。在民主的“話語權和問責制 ”方面，2004年中國低至8%；在監管品質方面，中國為35%；在“腐敗控制 ”方面，中國為40%；在“法治 ”方面，中國為41%。更糟糕的是，世界銀行表示，近幾年的治理品質出現了明顯下滑，尤其是在腐敗控制方面，從1998年的61% 開始下降。
那麼，對如今復興的中國而言，資本主義和民主和平的前景如何？積極的答案是，中國參與世界經濟中的，正在創造一個互惠互利的富饒網路，這一過程的中斷將讓雙方，尤其是中國，付出巨大的經濟代價。另一方面，中國仍然是專制的威權國家，管理著不完善的市場經濟。在毛澤東時期，他的政權給中國人民造成了苦難，尤其是在“大躍進”與 “文化大革命”期間。
今天，共產黨淡化這種可怕的過去，相反，它在推動市場主導的發展，還在將政府轉型為技術官僚政府。但它也為培養民族主義情緒做好了準備，矛頭直指臺灣和日本。同時，高速發展正帶來大規模工業化與城市化的巨變。這些情況可能使得對民族主義的訴求更具吸引力，就像19世紀末的歐洲一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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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國的全球化角色
和平與合作關係是完全可能的，但並非絕對，這很大程度要取決於中國自身的發展，也同樣取決於世界其他國家，尤其是美國的態度。它能否創造並維持一種國際環境，支援中國的日臻繁榮，並處理好潛在的摩擦點呢？ 

很大程度上，中國的發展取決於對貿易及投資機會的利用。幸運的是，由世貿組織 (WTO)管理的全球貿易體系業已存在，而中國自2001年起已為世貿組織成員。除了在推動貿易自由化方面的作用，世貿組織還有一項極為重要的功能，即將大國間可能出現的衝突轉變為法律問題。保持世貿組織的良好運行，對中國和美國同等重要。這就是它們都強烈希望多哈回合貿易談判能圓滿成功的原因。
1971年，固定匯率制的佈雷頓森林體系崩潰，此後國際貨幣體系一直缺乏與之相當的標準和規則。一些分析家認為的第二個佈雷頓森林體系已經形成，該體系基於人民幣與美元之間的聯繫，但這純屬非正式安排。
今年7月，中國將人民幣與美元掛鈎的匯率制度，變成了參考一籃子貨幣的匯率制度，它還接受了人民幣兌美元的微幅升值。但隨著美國的經常帳戶赤字激增(接近其GDP的7%)，貿易緊張將會加劇，會給貿易與更廣泛的政治關係帶來危險後果。
如果像某些中國人那樣，宣稱過錯在於美國的低儲蓄率則是不對的。美國無法在不加速全球衰退的情況下，只靠自己調整其外部平衡。我們需要全球宏觀經濟合作，中國可以 (也必須)通過貨幣升值和擴大內需來為合作做出貢獻。
中美應避免戰略衝突 
現在從經濟問題轉向領土與安全的地緣政治問題。如今，中美兩國都不是領土擴張國家，儘管它們過去都曾是。但潛在的摩擦點依然存在：一個是臺灣問題，另一個是朝鮮問題。
但中國當局必須認識到其戰略弱點。印度、日本、俄羅斯、韓國、越南等心存疑慮的鄰國包圍著中國，而美國實際上是一個巨大的島嶼，不會感到這種不安。如果中國以過度激進的方式行事，這些鄰國就會變成針對中國的、典型的均勢聯盟。若中國大陸對臺灣動武，肯定會導致上述結果，即使這不會導致中美開戰。緩和鄰國的憂慮，而不是加劇這種憂慮，完全符合中國的利益。
對於非國家行為的恐怖主義，兩個大國將同仇敵愾。剩下的問題則是對資源，尤其是能源的爭奪。如果石油價格進一步上漲，中美兩國可能會企圖利用武力來獲取資源，以增強它們的能源安全感。那是極其危險的。更理智的應對方法是提高能源效率，合作開發能源技術，在全球市場上交易資源，而不是企圖用武力來獲取資源。
喬治•W•布希(George W. Bush) 和胡錦濤週二晚在紐約會晤時，他們面臨的問題在於兩個日益勢均力敵的大國間的長期關係。再有一代人的時間，中國的經濟規模就可能超過美國，中國的軍事力量也勢必日益強大。
就長期而言，兩國的人口差距會縮小。差不多230年前，美國獨立時，中國人口為美國的100倍，而今天僅為4倍。到22世紀，隨著中國的出生率降到日本或香港那樣的水準，美國的人口屆時可能達到中國的一半，而美國仍會持續吸納大量移民。
兩大國之間的關係永遠不會熱烈，但它們會處理得很有技巧。中國還不是法治的資本主義國家，更不用說民主國家。但最重要的是，它正忙於引入市場機制。隨著中國人變得更加富足、成熟、城市化且更加苛求，中國也會離民主越來越近。促進這一和平進程符合美國的利益。同樣，美國的單邊主義傲慢態度也必須結束，因為其力量的局限性變得更加明顯了。一個連伊拉克都控制不了的國家，更不可能按自己的方式改造全球。
兩大國應看到合作而非衝突的好處，雙方也應意識到加強多邊機構的優勢所在，它們能夠分散大國間的衝突，讓世界其他國家有權就它們的決定發表意見。倘若兩國領導人能意識到維持和平與發展之必要，他們就應當能處理好兩國關係。我們必須希望它們這麼做。世界的命運有賴於此。
*《強硬勝過溫順》(Better be Godzilla than Bambi)，約翰•J• 米爾斯海默(John J. Mearsheimer)，《外交政策》(Foreign Policy)雜誌，2005年1月/2 月號。
**《大國平衡、全球化和資本主義和平》(Balance of Power, Globalization and the Capitalist Peace)，《自由概念4》 (Ideas on Liberty 4)，(柏林，liberal Verlag，2005)
*** 《中國“和平崛起” 之大國地位》(China’s "peaceful rise" to Great-Power Status)，鄭必堅（Zheng Bijian），《外交事務》雜誌 (Foreign Affairs)，2005年9月/10月號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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